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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集中的度量及其空间分异特征 

——基于 DMSP-OLS 夜间灯光数据 

沈洁
1
 

（国际关系学院 经济金融学院，中国 北京 100091） 

【摘 要】：以城市集中作为研究核心，基于 1992—2013 年夜间灯光数据构建城市集中度衡量指标，并在此基

础上选择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不同区域范围内的城市集中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发现：(1)我

国城市体系总体上趋向于更加扁平化，城市集中度在 1992—2003年间断上升，进入 21世纪后开始波动下降，且不

同区域间城市规模分布情况存在显著差异。(2)三大地区方面，东部地区与全国发展趋势最为相似，中部地区内部

于 20世纪末期开始出现差异化发展和波动，西部地区城市集中指数仍在不断提高。(3)典型城市群方面，京津冀内

部城市规模落差较大；长三角东部业已形成相对成熟的连绵城市区，但西部安徽境内城市间形成低—低聚类，区域

内存在断层；珠三角城市群中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联系紧密，灯光总量整体较高，扩散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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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集聚经济在空间中的具体表现，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所在。随着区域与城市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完善，学

术界对于城市的认知也在不断加深，其中，关于城市化与城市规模的探讨始终热度不减。城市化本质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

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通常用城市人口与地区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城市化水平；二是农村人口向

哪些城市转移与城市人口的再分布，体现的是城市人口的分布结构，通常用城市（人口）集中度来体现。城市集中直译自英文

urban concentration，通过中国知网直接搜索“城市集中”得到的结果较少，说明城市集中一词在国内相关研究中的应用还不

是很普遍。但是在国外文献中，城市集中的意义非常明确，与城市化一样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Nitsch 在其

研究中写道：“城市集中是指在一国中，城市人口大规模地、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一两个大都市区或特大城市，造成城市规模结

构扭曲的现象”[1]。Bertinelli等认为城市集中反映了不同城市间人口的分布情况，其对应的衡量指标为城市集中度（degree of 

urban concentration)[2]。Wan等的研究中则给出了更为明确的界定标准：城市集中指的是常住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城市规模总

和占经济体全部城市人口规模的比重[3]。国内学者中，周文将城市集中定义为“城市人口在不同城市之间的分配”，认为城市集

中度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资源集中在几个大城市的程度[4]。以上定义虽不能说完全相同，但表达的内涵其实是一致的，本

文在归纳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城市集中定义为“一定区域范围内，大规模的城市人口集中分布于极少数城市的现象”，对

应的城市集中度体现了该区域范围内城市人口集中在个别城市的程度，当各城市容纳的人口规模完全相同时，该指标值应等于 0；

当城市人口全部集中在单一城市时，该指标值应等于 1。由此可见，城市集中度直接反映城市人口要素的空间分布结构。 

针对城市人口分布不平衡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也积累了不少值得参考借鉴的成果，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 Henderson 发

表的一系列论文[5-7]。近年来，关于城市集中的研究大多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城市集中发展变化遵循的规律、城市集中与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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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关系，以及影响城市集中的主要因素。 

首先，城市集中的演化不外乎三种模式：第一种为收敛增长，即新城市不断涌现，相对小规模的城市不断追赶上较大规模

城市，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城市系统的规模分布更趋均衡[8]；第二种为发散增长，即城市化过程中呈现相对大的城市规模

膨胀快于小城市，这样，城市系统内的城市规模分布变得更趋集中[9]；第三种则为平行增长，即城市系统中各种规模的城市的相

对分布保持稳定[10]。有趣的是，同样以我国城市为研究样本，以上三种结论均有实证证据支持。其次，人口的空间集聚有益于

经济增长的观点得到了国内大部分相关领域学者的支持[11]，但与此同时也有部分研究成果表明城市集中度的提高在超出一定规

模和范围后，可能出现负相关的趋势[12]。蔡寅寅等对 34个特大城市的实证研究结果更是发现人口分散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

作用[13]，李佳洺等的研究结果则认为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特征[14]。最后，城市人口在空间上的

不均衡分布往往是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地理环境是城市人口分布格局的基

础，传统的区位论和城市经济学理论解释了自然条件和交通便利性在经济集聚和城市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15]。社会经济发展

因素是城市人口转移的推动力，安虎森等的研究强调起步优势、运输成本、本地市场规模对城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作用[16]。微

观层面，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认为期望收入、房价、就业机会、生活质量、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保障资源是促进城市规模非均衡

分布的主要原因[17]。此外，户籍制度、城市行政等级差异等也是影响城市人口集中程度的重要因素[18]。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不难发现国内外关于城市集中的研究并不充分，尤其在演化规律和经济效应两方面尚存在广泛争议。

造成这种矛盾的可能原因包括城市规模的衡量口径差异，如采用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数据分析得到的结果显然会不同；研究时

间、研究范围的波动；城市化水平度量方式和收敛性检验方法的不同等。现有研究大多直接采用 Hirschmann-Herfindahl指数、

帕累托系数或城市首位度（urban primacy）衡量人口在大城市的集聚程度。但这种方式直接应用于中国区域的研究会出现两方

面问题：一是城市范围的界定问题；二是人口规模的测度问题。鉴于此，本文基于 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构建城市集中度衡量

指标，对不同区域范围内城市人口分布结构的异质性和演化特征进行研究，以期吸引更多相关领域学者、工作人员关注城市集

中问题，并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基础。 

1 现有城市集中度算法存在的问题 

1.1城市规模的度量问题 

城市区的界定和城市规模的度量是计算城市集中度的基础，因此应当格外谨慎。现有文献大多基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计算城市集中度，该年鉴囊括了我国城市发展的各项综合数据，是开展城市研究过程中最为权威的数据和资料来源。但需要注

意的是，即便是官方发布的城市人口数据，由于口径调整等原因在长时间范围内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周文的研究发现，《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中 1997 年之前的市辖区是指全部 4 个级别城市的城区与郊区，但 1997 年（含）之后的市辖区是指地级及地级

以上城市的城区和郊区[4]。统计口径的变化直接导致了 1997 年前后我国城市首位度陡增。可见，统计口径的改变对于倚赖城市

规模数据计算的城市集中度而言影响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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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户籍非农人口与常住城镇人口的差异(1997—2014年) 

注：1.图中实线代表非农人口，虚线代表城镇人口；非农人口为户籍人口口径，城镇人口为常住人口口径。2.非农人口数

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8—2009),2009 年及以后年份的非农人口数据缺失；城镇人口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6—2015）分地区人口城乡构成。 

 

图 2市辖区年末总人口与常住城镇人口的差异(1997—2014年) 

注：1.图中实线代表市辖区年末总人口，虚线代表城镇人口；市辖区年末总人口为户籍人口口径，城镇人口为常住人口口

径。2.市辖区年末总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8—2015）；城镇人口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5）

分地区人口城乡构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层级的统计数据时有调整，加之行政区划界线和管理层级的变化，准确地衡量城市规模并非易事。

综合而言，相关研究中多采用以下几种统计数据：城市非农人口、市辖区年末总人口、城市非农就业人口、城市建成区面积、

根据灯光数据阈值确定的城市人口或用地数据等，其中除灯光数据具备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以外，其余数据在较长时间段内

均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口径调整。 

图 1、图 2给出了按照城市户籍非农人口、城市市辖区年末总人口（户籍）两种数据类型衡量的 4个直辖市城市规模，与《中

国统计年鉴》（2016）中给出的各市城镇总人口数的对比分析。2005年起《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数据为常住人口口径，因

而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城市人口规模，可以看出，不同数据间不论是在绝对量还是增长趋势方面都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出入。

据此，探索借助灯光数据等其他方式反映城市规模的研究思路日益受到重视。 

1.2城市集中度的衡量方法选择 

衡量城市集中的指标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准确性和可比性。较早期的研究中多采用单一指标反映城市规模分布，

如 Wheaton 等研究了 38个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城市集中情况，采用了 2 种测量方法——Hirschmann-Herfindahl指数和城市首

位度[19]。除此之外最为常用的衡量方式还包括帕累托系数[20]，该指标主要体现不同级别城市之间的规模差异。国内外研究中采

用单一指标，或多个单一指标相结合的情况最为普遍。但是，单一指标的计算过程中存在着城市范围界定不统一、衡量城市规

模的变量不一致、城市人口统计口径不尽相同等诸多问题，因此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构建新的综合指标，例如 Uchida等

提出的集聚指数（agglomeration index），涵盖人口密度、中心区人口规模和通勤时间 3 个指标，是多元化评价体系的典型代

表[21]。集聚指数的主要优势在于突破了城市行政区界的限制，通过考察人口的实际分布和时空压缩效应考察城市的真实规模，

但是该指数的应用明显受到相关数据可得性的约束，而且城市中心区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计算同样涉及城市范围的界定，因

此未必是最优选择。综合上述指标存在的不足，本文认为基于 DMSP/OLS灯光影像数据构建城市集中度指标更为合理，一方面能



 

 4 

够弥补现有统计资料在准确性、连续性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打破了行政藩篱对城市范围的界定，可以说是兼具客观性和可操

作性的一种衡量方法。 

2 城市集中度指标的构建 

2.1灯光数据的提取和应用 

本文使用的全球夜间灯光数据是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

地球物理数据中心在对多年 DMSP/OLS数据资料进行处理的基础上合成得到的分辨率为 30s弧度的每年至少一期的卫星存档数据
1
。该数据集中的稳定灯光数据像元灰度值是在去除云层、火光等偶然因素的影响后获得的城市、乡村及其他稳定灯光所在地发

出的年平均灯光强度值，在全球范围内每 30s×30s 的栅格单元上取值 1～63 的灯光强度，背景值为 0[22]。该数据报告了各卫星

观测到的全球不同地区在晚间 08:30～10:00的灯光亮度，按照年度划分，操作方法严谨，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NOAA 每年发布一次夜间灯光数据监测结果，目前可供使用的数据时间范围为 1992—2014 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NOAA 在

2013 年后更新了数据发布方式，由年度数据改为了月度数据，由于两种数据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连续性，直接使用月度数据

得到的量化结果与年度数据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将研究时段确定为 1992—2013年。此外，针对同一年份不同卫星观测到的

结果不完全一致的问题，根据 Liu 的方法进行内部校准、同年度合并处理，以尽可能降低测量误差[23]。行政边界数据根据中国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提供的 1∶400万行政区划矢量地图确定，并采用 ArcGIS软件裁剪并进行投影转换后估算实际面积。 

由于考察城市集中需要以一定的区域范围作为基础，本文以全国层面和省级层面为例对原始数据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处理：

(1)将灯光影像地图载入全国行政区划地图，并按照国界线裁剪。(2)裁剪后进行全国灯光影响地图的投影变换，得到像元大小

约为 1km2的投影坐标地图 2。(3)接下来即可以栅格像元为单位进行像元统计分析（cell statistics），比如考察某一现象随时

间的变化，也就是为纵向比较奠定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像元统计输入数据集必须是来源于同一个地理区域，并且采用相同的

坐标系统。(4)根据分类图的属性表可查看不同灰度值对应数量并计算亮度面积。(5)省级灯光数据的提取过程与全国相似，但

需要首先按照省级图斑裁剪灯光数据后，再转换为投影坐标，因为不同省份的纬度存在差异，先投影后裁切容易产生误差，按

照这种方式裁切计算的结果相对更精确，例如广东省的单位像元投影面积为 824.7×824.7m2，而西藏自治区的单位像元投影面

积为 1224.8×1224.8m2。 

2.2灯光数据与人口分布的关系 

尽管已有不少证据显示灯光数据较好地反映了城市人口分布情况[24-25]，但是不同学者采用的检验方式较为多样化，得出的结

论在细节方面也不尽相同[26]。基于上述原因，同时考虑到本文的后续研究几乎都要建立在灯光数据构造的城市集中度指标基础

之上，事先对灯光数据与城市人口分布的关系作一定量检验显得十分必要。 

为了检验灯光数据反映城市人口分布的可行性，本文首先提取 1995—2013 年全国灯光灰度值总量、TIN 功能转化而来的全

国灯光亮度表面积，以及全国灯光亮度体积，并分别利用以上三组时间序列数据与全国年末总人口做 Pearson 相关关系检验，

同时考虑到人口集聚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可能灯光亮度更高，进一步选择城镇人口 3、建成区面积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重复上述检验。 

城市灯光亮度值与人口分布和城市建设情况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所有检验系数结果均在 0.895以上，且满足 0.01%的显著

性水平。首先，3 种灯光数据与年末总人口之间的相关关系最低，r 值分别为 0.895、0.924、0.899，说明相较于人口总量，灯

光数据更适于拟合城镇人口的分布情况。其次，根据灯光亮度得到的三类数据中，灯光亮度表面积的拟合程度略逊色于另外两

种，但是更适合用于估计全国年末总人口（r=0.924）。最后，灯光亮度体积、灯光灰度值与不同参数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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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相似。根据以上结果可以得出的简单结论是，灯光数据更适合于模拟我国的城镇人口分布和城市建设情况，其中灯光灰度值

和亮度体积的拟合效果更好。 

不过，考虑到不同省份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性，本文在现有基础上细分到省级层面。给出了基于分省面板数据得出的相关

性检验结果，除灯光灰度值外，其余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其中因变量为各省域灯光灰度值。与全国

层面的相关性检验结果相比，由于面板数据中包含样本量较大、差异性较强以及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等原因，灯光数据与城市人

口、用地面积之间的相关系数出现了一定下滑。但不能否认的是，灯光数据与除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以外的城市人口分布相关变

量之间显著正相关，本文主要目的在于考察一定范围内的城市人口分布结构而非预测城市人口，因此相关系数值的大小对研究

结果的影响有限。与全国层面的检验结果相类似，灯光数据显然更适合测度城市人口分布和演化情况，其与常住人口 4 之间的

全样本相关系数低于 0.5，但与城镇人口、非农人口和城市建成区面积的相关关系明显更高。基于此，灯光数据结果较适宜用于

城市人口规模和分布相关的进一步研究。 

2.3基于灯光数据构建的城市集中度指标 

本文选用 NOAA发布的稳定灯光数据计算城市人口集中度，该光源灰度值范围在 0～63之间，区域的灯光亮度是其内部所有

栅格亮度的总和。基于此，参考姚永玲提出的“密度空间基尼系数”构建以下城市集中度指标[27]: 

 

式中：Li表示区域中某一灰度值 i对应的灯光亮度值总和；LT对应灯光亮度加总值；Si表示城市体系中灰度值等于 i的区域

范围面积；ST代表区域总面积；n 为像元个数；Vi=∑1
iLi是指将全部 ST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后，L1到 ST的累积加总，该项的

加入使得指标得分更能体现城市之间规模差异的程度。两种指标值都介于 0～1之间，指标值为 0表示城市人口绝对均匀分布；

随着指标得分的增加，空间不均衡分布程度提高，当指标值等于 1 时，区域内城市人口呈绝对集中分布。图 3 中绘出了基于全

国数据计算得到的城市集中度指数 GINI随时间变化的情况结果，图 4中同时给出灯光密度： 

 

与城市集中情况作对比，式（2）中的各符号含义与式（1）相同。对比两幅图可以发现城市集中度与城市人口密度之间的

差异，城市人口总体密度增加的同时，城市集中度可能存在下降趋势。 

根据图 3 可见，我国城市规模分布表现为不稳定性与趋势性并存，其中不稳定性体现在不同年份间城市集中度存在剧烈波

动，而趋势性的意思是研究时段内仍然可以观察到城市人口的分布由初始阶段的集中向后续时期的相对扩散转变。另外，通过

与图 3中灯光密度随时间变化趋势的对比可以发现，城市集中度与城市人口密度完全是两个概念。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人口密度相较于 20 世纪初期已经有了大幅提高，灯光密度值由 1993 年的 7.322 跃

升至 2013年的 15.786，并且仍然有不断上升的空间。相较之下，城市集中度则在近些年显著回落，这种趋势可能是我国中小规

模城市的发展容纳了更多城市人口所致，也有可能反映了“农民工回流”现象对于缓解超大城市人口负担作出的贡献，更有可

能是城市体系发展较为成熟后形成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带来的影响。当然，城市规模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还有待研究，至此能

够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城市体系总体上趋向于更加扁平化，城市集中度在 1992—2003 年间断上升，进入 21 世纪后开始波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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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图 3中国城市集中度和灯光密度变化趋势(1992—2013年) 

3 城市集中度的空间分异特征 

除了估计城市人口规模和计算城市集中度指数，灯光数据还可通过空间统计分析和可视化的结果输出直观地反映中国城市

体系的规模分布特征和空间联系，并通过叠加时间趋势实现动态演化过程的追踪。综合对比现有方法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基

础上，选择相关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不同层级区域范围内的城市集中空间分

异特征进行深入分析。 

3.1研究方法 

3.1.1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一种统计方法，属于非参数密度估计的一类。在传统城市和区域分析中，核密度方法主要是作为一种可视化

工具，描述地理现象特征分布的一阶基本属性[28]，通过对密度计算结果的二维灰度表达或三维曲面表达，可以简单直观地获取

点群的聚集或离散等分布特征。本文采用两种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全国范围内及分地区的城市集中程度：一是 ArcGIS中自带的

空间统计分析工具，二是在提取灯光灰度值计算得出城市集中度的基础上，使用 Stata 软件计算城市集中的核密度分布并可视

化，探讨城市集中度的地区差异和演化趋势。在后者的估计过程中，选择最常用的高斯核函数进行估计。 

3.1.2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是一种数据驱动的分析方法，通过对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模式、趋势和空间关联分析，进而了解地理

分布的空间过程，具体又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Moran指数（Moran'sI）作为空间自相关的基本测度，

实际上来源于统计学中的 Pearson相关系数，其本质是标准化的空间自协方差[29]。 

全局空间自相关用于研究整个区域之间的空间关联模式，I 的取值区间为[-1,1],I>0 表示空间正相关，即灯光亮度较高的

点在空间上显著集聚；I<0表示空间负相关，即该区域与周边区域的灯光亮度存在空间差异；I=0表示空间不相关，即灯光数据

代表的城市人口在空间上随机分布。全局 Moran'sI的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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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空间自相关则略有不同，主要用于揭示空间参考单元属性值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关性，局部 Moran'sI的表达式为： 

 

式中：n 为参与分析的空间栅格总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yi、yj分别代表 i 和 j 单元的灯光灰度值；y*代表所有单元的灯

光灰度平均值；s2为 yj的离散方差值。在空间计量分析中，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是关键一步，通常 n×n维的矩阵 W表示 n个样

本点的区位或者所属区域的邻近关系，其基本形式如下： 

 

式中：wij反映区域 i 与区域 j 的相邻程度，这里的相邻程度可以根据邻接标准或距离标准度量，也有不少研究采用经济距

离与地理距离相结合的方式确定空间权重矩阵[30]。鉴于本文这一部分主要考察灯光数据代表的城市人口规模实际分布情况和空

间联系，因此选择邻接关系构建权重矩阵。 

3.2研究结果与分析 

3.2.1全国层面 

由图 4可见，1992—2013年，我国灯光亮度总值呈显著性增长，全境灯光灰度值加总由 6868683提高到 26479247，增长 2.86

倍。20 世纪初，我国的灯光亮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尤以环渤海地区和江浙一带总体灯光亮度较高，个别超大城市如北

京、上海、深圳虽然已经呈现出高亮状态，但影响范围较窄。到 2012年，我国灯光总量明显增加，覆盖范围扩大，其中长三角、

珠三角两大城市群业已形成连绵态势，并不断向内陆城市推进。此外，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进程不容小觑，内蒙古、甘肃、新疆、

陕西、四川、云南等省份灯光数量和密度明显增加。总体而言，全国范围内灯光总量增加，灯光分布密度提高，东西部地区灯

光亮度差异仍然颇为显著。 

不过，仅仅依靠比较不同年份的灯光数据只能对我国城市集群的分布和规模有大致粗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通过其他空间

统计分析手段对灯光数据代表的城市人口分布情况做更深入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如图 5所示，在 ArcGIS中将原有的栅格数据

转点后，通过对点赋值灯光灰度，可以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计算人口分布密度，进而以此为依据判断我国灯光集聚区数量的变

化。观察图 5 可知，研究时段初期灯光集聚区数量较少，主要的人口密集区出现在京津两市、长三角、珠三角和台湾地区；到

研究时段末期，我国灯光集聚区数量明显增加，伴随着集聚区内灯光密度的提高：东北三省、关中地区、长江中游、成渝、海

峡西岸，以及广东省、安徽省全境灯光核密度值达到 6 以上，而原有发展较快的集群中灯光密度显著提升，包括长三角、珠三



 

 8 

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核密度值超过 21，山东半岛和中原地区灯光密度约为 12～15。此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台湾的灯光密集

程度 20年来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结合台湾经济发展现状，或许可以找到原因。 

最后，基于 2013 年全国 28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灯光总量和灯光密度，利用全局自相关 Moran'sI 统计量检验城市灯光亮度

与灯光总量是否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灯光总量分布对应的全局 Moran'sI指数等于 0.26,z得分为 23.97，即随机产生该

聚类模式的可能性小于 1%，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与之类似地，全局 Moran'sI 统计量检验结果显示，采用灯光总量/城

市土地面积计算得出的灯光密度分布之间同样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对应的 Moran'sI结果和 z得分分别为 0.31和 32.69，分

布模式显著区别于随机分布和离散分布。也就是说，城市灯光总量、灯光密度之间呈现高—高，低—低聚集的空间接近性和相

关性，那么以灯光亮度表征的城市规模之间必然也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去除行政区土地面积影响后表现

得更为明显。不过，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之间的城市集中情况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将研究区域范围进一步缩小到东、

中、西三大地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典型城市群。 

 

图 4全国灯光投影地图（左图：1992年；右图：2012年） 

注：本文地图全部基于审图号为 GS(2019)1815号标准地图制作。 

 

图 5全国灯光亮度核密度分布地图（左图：1992年；右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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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地区层面 

基于本文构建的城市集中度指数，为了更好地观察地区间城市分布情况差异随时间变动的趋势，本文选择 1992、1997、2002、

2007、2012 年作为研究时点，考察均等时间段内的城市集中度核密度曲线变动情况。图 6 左上图显示了全国层面城镇体系的集

中分布情况及其变化，可以看到，1992—2012年城市集中度的核密度中心呈现出先向右后向左移动的趋势，其中 1992—1997年

移动幅度最大，说明这一时期我国的城市集中指数迅速提高，2002—2007 年城市集中度有所回落，但此后一段时间城市人口再

度向大城市集中，证明近年来城市人口的规模分布情况波动较大。另外，不同时间段内，核密度曲线的形状和扁平程度也不尽

相同，其中 1997—2007年省份间城市集中度差异较小，表现为核密度曲线相对平坦，而研究时段初期和末期，核密度曲线变得

格外陡峭，意味着近年来我国地区间城市规模分布情况存在显著差异，仅仅依靠全国城镇体系规模分布情况难以准确辨识不同

地区的实际发展。 

图 6右上、左下、右下图分别对应东、中、西三大地区在 1992—2012年的城市集中度核密度分布情况，最为明显的一点即

我国地区城市规模分布差异较大，并且随时间变化趋势并不一致。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对应核密度曲线整体较为陡峭，在研究

时间段内核密度峰值变化趋势与全国较为相似，城市集中度在经过 10年增长后开始逐渐下调，1992、1997年呈现两个波峰，体

现区域内部可能存在多极化、差异化发展的现象，但到后 10年基本稳定在一个波峰。中部地区城市集中度在不同年份核密度分

布波动剧烈，其中，1992—1997 年核密度曲线极为平坦，证明整个中部地区城镇体系分布情况较为相似，并且这一阶段城市集

中度相对较低，各城市规模没有拉开差距。不过，这一情形在 2007年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核密度曲线变得陡峭，省份间差

异扩大。最后，不同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城市集中度近年来仍在增长，也就是说大城市规模扩张更快，城市之间的规模

差距在不断拉大的过程中，这一趋势与西部地区近年来逐步加快的经济增长步伐相吻合。换句话说，大城市的增长是带动区域

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驱动力之一，一定时期内城市发展差距的拉大是提高效率的必经之路。在西部地区现有条件下，积极整合资

源、促进集聚经济发挥作用，是拉动相对落后区域经济增长率，进而推进区域间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 

 

图 6全国及地区城市集中度演进趋势 

总体而言，全国城镇规模差异在 1992年市场化后逐步拉大，但近年来出现缩小趋势；不同地区之间城市集中度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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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东部地区与全国发展趋势最为相似，中部地区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整体平稳发展后，于 20世纪末期区域内开始出现差异化

发展和波动，西部地区城市集中指数仍在波动中提高。 

3.2.3典型城市群层面 

2013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灯光总量地理分布的空间自相关 Moran'sI计算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体系规模分布

和集聚情况显著不同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正向相关关系，即灯光总

量较高、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趋向于形成集群，而灯光总量较低、人口规模偏少的城市在空间分布上较为集中，对应 Moran'sI

统计值分别为 0.364和 0.210。相较之下，京津冀城市群对应的 Moran'sI统计量结果为-0.027，并且空间相关关系显著性不高，

也就是说京津冀城市群尚未形成有效的空间集聚，目前呈现出的仍是落后地区包围发达地区的中心—外围分布模式。 

为进一步测度城市体系中局部空间结构特征及变动，需要进行城市规模的空间关联局域指标 LISA(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分析，以更准确地反映城市群内部的空间依赖关系或空间分异特征。图 7 左右两图分别为 2013 年三大

城市群基于局部 Moran'sI散点图得出的城市空间集聚地图和显著性地图，对比可以发现三大城市群灯光总量空间分布的局域特

征和显著差异。 

首先，正如 Moran'sI 指数结果显示的，京津冀区域内直至 2013 年仍未形成明显的城市集聚态势，根据图 7 左图结果可看

出，北京、天津与周边地区相关关系为低—高聚类，而且这种聚类的显著性较低，也就是该区域内相邻城市灯光总量落差较大，

相应地城市灯光分布缺乏空间联系，城市人口大量集中于单个城市，未能形成发育完善的连绵城市群。相反地，长三角、珠三

角地区均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具备一定规模的城市连绵区，在该区域范围内多个城市灯光总量相近，相应地人口规模分布相对

均匀，城市集中度较低。 

其次，长三角、珠三角内部的城市集聚模式又有所区别，长三角东部几大城市包括上海、苏州、嘉兴、南通、泰州等地空

间结构和空间范围基本稳定，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空间联系紧密，大致呈现平行增长态势，已进入都市连绵化阶段。但长三角西

部、安徽境内部分城市灯光亮度明显下降，并且形成低—低聚类，具体包括安庆、池州、铜陵和芜湖等地。可以看到地理上的

“隔离”对于城市发展确实存在显著影响，长三角区域范围内的“东高西低”态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内陆城市较之于沿海

城市发展较慢的基本形态，但是与京津冀城市群明显不同的是，长三角城市体系内部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相邻城市的规

模变化呈正相关关系。 

 

图 7 2013年城市灯光空间集聚 LISA图（左：集聚模式地图；右：显著性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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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图基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 2015年中国地市行政边界数据图制作。 

最后，根据图 7左图的结果来看，珠三角城市群目前的发展态势最为乐观，以广州市为核心，加上东莞、佛山、清远 3市，

灯光总量整体较高，城市体系规模扩张速度稳健。 

总体而言，根据夜间灯光数据衡量的城市规模分布关系可以看出，尽管同样是发展较快的城市群，其内部城市规模分布情

况和空间联系存在很大差异。就本文目前涉及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而言，京津冀内部城市规模落差较大，北

京、天津两极更多地表现为吸引人口流入，而非向周边地区输送资源，导致城市集中度较高。相反地，长三角东部业已形成相

对成熟的连绵城市区，城市人口规模分布较为均匀，并且呈现出平行发展趋势。但由于地理条件、空间距离、发展阶段等因素

的影响，安徽境内几个规模较小的城市出现“抱团取暖”的情况，长三角东西部地区之间尚未形成稳定的空间联系，“距离衰

减效应”在这里体现得颇为明显。相较之下，珠三角城市群在两大核心城市广州、深圳的带动和香港、澳门的辐射下发展趋势

向好，城市体系内部灯光整体亮度较高。珠三角地区可以说是我国起步最早的城市群，目前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联系紧密，扩

散效应显著，区域范围内城市发展落差不大，可谓是全国范围内发展现状和演化趋势较为理想的城市体系样本。 

4 结论与讨论 

城市集中作为城镇化的另一面，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但这种情况正在逐渐发生变化。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一致性主要来

自于两方面：一是区域范围的选择和城市规模的确定；二是衡量指标的构建。本文在对比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运用灯

光数据衡量城市规模和集中度的优势所在。谨慎起见，在构建指标之前，本文先后采用典型案例对比和实证检验两种方式，考

察灯光亮度是否能够真实体现城市人口的分布情况。检验结果显示，全国的城市灯光亮度值与人口分布和城市建设情况存在显

著的相关关系，所有检验系数结果均在 0.895以上，且满足 0.01%的显著性水平。分地区面板回归结果显示，灯光数据与除城市

建设用地面积以外的城市人口分布相关变量显著正相关，因此灯光数据结果较适宜用于度量城市人口分布结构。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基于灯光数据的城市集中度指标的构建方法，并计算得出不同区域范围对应的城市人口分布集中度指数。 

结果发现：(1)我国城市体系总体上趋向于更加扁平化，城市集中度在 1992—2003年间断上升，进入 20世纪后开始波动下

降。此外，近年来核密度曲线变得格外陡峭，意味着我国地区间城市规模分布情况开始出现显著差异，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控人

口空间分布。(2)就东、中、西三大地区而言，基于核密度曲线的分析发现，东部地区与全国发展趋势最为相似，中部地区在经

历过一段时间的整体平稳发展后，于 20世纪末期区域内开始出现差异化发展和波动，西部地区城市集中指数仍在波动中提高。

(3)就三大典型城市群而言，京津冀内部城市规模落差较大，北京、天津与周边地区相关关系为低—高聚类，而且这种聚类的显

著性较低。相反地，长三角东部业已形成相对成熟的连绵城市区，城市人口规模分布较为均匀，并且呈现出平行发展趋势。但

长三角东西部地区之间尚未形成稳定的空间联系，西部安徽境内城市间形成低—低聚类。相较之下，珠三角城市群中核心城市

与周边地区联系紧密，灯光总量整体较高，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扩散效应，发展趋势向好。 

近年来，随着城市人口规模数据口径的调整和统计方式的优化，目前地级市层面的常住人口数据在可得性和准确性方面都

得到了显著改善，对于时间跨度不长、范围较大的研究而言可直接通过常住人口规模计算城市集中度。但基于夜间灯光数据构

建的城市集中度指标仍具备其优势：(1)灯光数据可根据研究需求自行裁剪，突破了传统统计方式对城市行政区划界限的倚赖，

可用于处理非标准区划视角下的城市人口分布问题。(2)考虑到目前我国地级市以下层级的人口规模数据仍较难获取，夜间灯光

数据亦可用于分析城市内部的人口分布结构，为更加微观层面的研究提供技术支持。此外，夜间灯光数据还可与其他高分辨率

遥感数据相结合，形成新的演算方法，甚至打破现有行政区划藩篱，重新定义城市范围与规模。考虑到夜间灯光数据目前已更

新为月度数据，未来可参考本文构建的城市集中度指标形成城市人口分布结构的月度变化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探讨城市规模分

布及演进遵循的规律、产生的经济效益以及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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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美国 NOAA网站提供的数据下载地址:https://www.ngdc.noaa.gov/eog/dmsp/downloadV4composites.html 

2每个像元的实际大小为 1 009.58×1 009.58 m2。 

3中国统计年鉴中提供的全国城镇人口总量自 1982年起为常住人口口径统计数。 

4此处的常住人口既包括城镇人口，也包括区域范围内居住在农村的人口。 


